[bookmark: _GoBack]新时代未检融合履职监督的路径研究
——以涉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为例

               梁毅华  黄玉湄  黎森予[footnoteRef:0]   [0:  梁毅华，顺德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黄玉湄，顺德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黎森予，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摘要：单纯依靠处罚并不能有效地抑制涉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出现，这可能与破案率低下等因素有关。涉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表现出一系列规律性特征：侵害行为多发生于公共场所；被害人文化程度较低、主张权利的能力较弱；多数被卷入犯罪与被害的未成年人具有家庭、学校监护缺位的问题。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当基于上述规律，融合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等多种职能，消除引发犯罪和被害的危险因素，实现情境性预防与成长性预防，同时实现对被害人的全面救济。具体措施包括监督宾馆、KTV等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问题的查处，监督企业违法使用未成年工问题的查处，监督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对未成年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民事支持起诉和司法救助金，督促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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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footnoteRef: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要保障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及保护其正当权利，必要的前提是保护未成年人免受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同时防止未成年人自身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于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而言，要实现这两个前提，通常的手段便是发动惩罚：一方面，从严惩处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的人；另一方面，处罚已经实施违法或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但是基于预防必要性较低以及恤幼的刑事政策的考虑，对未成年人的处罚一般更轻缓。发动处罚的目的既包括报应主义，也包括改造和矫治违法、犯罪者的行为，制止其再犯（特殊预防），还包括威吓社会上存在违法、犯罪倾向的潜在违法、犯罪者，防止其果真实施侵害行为（一般预防）。[footnoteRef:2]于是，寄希望于人运用理性思考规避惩罚带来的痛苦，自主地远离可能招致惩罚的行动方式，处罚历来被认为是抗制违法、犯罪行为、减少被害现象的有效手段，甚至被作为唯一手段。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2:  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2-93页。] 

但是，处罚天然地滞后于损害的发生。即便对违法、犯罪行为加以认定、宣告和处罚，也不可能挽回已成既往事实的损害结果；着眼将来，刑法也不能在犯罪发生的时刻物理地阻止行为人的行动，而只能通过影响行为人的意思决定劝导其放弃犯罪，刑法（及其他处罚法）的机能仅止于此。[footnoteRef:3]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各国都出现了刑罚等处罚的社会控制效果力不从心的现象。在我国，性侵[footnoteRef:4]未成年人案件的高发备受舆论关注。[footnoteRef:5]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案件常登上新闻，引致人心冲动。[footnoteRef:6]除此之外，也不乏未成年人实施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件见报，耸人听闻。[footnoteRef:7] [3:  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18年）5-6頁参照。]  [4:  除了另有说明的，本文所指的“性侵”包括强奸、强制猥亵（含猥亵儿童）以及组织、强迫、引诱卖淫等情形。]  [5:  参见赵国玲、徐然：《北京市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实证特点与刑事政策建构》，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2期，第13页。]  [6:  例如，广西杨某捅伤一名年仅10岁的幼女，实施强奸并拿走被害人卖百香果所得的32块钱，最后抛尸（谢洋：《一起恶性侵犯未成年人致死案件改判风波》，载《中国青年版》2020年5月13日，第4版）。]  [7:  例如，“湖南益阳12岁男童因不满母亲管教太严持刀弑母，后因不满14周岁被警方释放”（姜楠：《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应推广“以教代刑”理念》，载《中国妇女报》2019年1月9日，第5版）。] 

2023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实施，司法机关将进一步从重处罚“性侵”未成年人的行为，这体现了最高司法机关尝试减少甚至消除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现象的决心。与此类似的是，202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有条件地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旨在更严厉地打击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犯罪。可见，未成年人犯罪和被害，尤其是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问题，是当今社会亟需解决的难题。
[bookmark: OLE_LINK1]在我国，检察机关除了作为刑事公诉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在这一前提下，寻求刑罚以外的方法来抗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与被害的现象，也是检察机关必须履行的宪法和法律职责。以涉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footnoteRef:8]为例，检察机关不仅应着眼于对犯罪行为进行审查和追诉，还要更深入地分析引发案件发生的原因，在发挥刑事检察职能的同时融合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职能，通过消除社会上存在的容易引发犯罪行为的因素和条件，真正实现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被害现象的事前预防。同时，通过多种手段确保被害人获得救济，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恢复性司法。基于此，检察机关的未检融合履职，即是指在通过公诉等传统手段惩罚涉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基础上，通过检察监督、支持起诉、公益诉讼等多种特殊职能，综合、全面实现对未成年当事人的教育挽救、预防犯罪和权益保护，以克服传统处罚模式的局限性，落实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优先保护。[footnoteRef:9]本文将结合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本院”）办理涉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的司法实践，首先讨论传统的“违法/犯罪·处罚”这一应对模式在犯罪预防方面的局限性，然后基于犯罪行为规律说明引发未成年人被性侵或实施性侵的几个明显因素，在此基础上，将结合具体案例说明本院为了消除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性侵、被性侵的因素，在未成年人检察融合履职方面采取的具体创新措施，最后将说明融合履职的引入在犯罪预防上取得的实效。 [8:  本文所说的“（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涉）未成年人案件”，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包括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9: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第10页。] 

二、处罚模式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人们基于“心理强制”的朴素视角理解对于涉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亦即：“犯罪是一种恶，刑罚也是一种恶，而且是比犯罪更加痛苦的一种恶。人具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在实施犯罪以追求犯罪所得的快乐之前，人会权衡犯罪所获得的快乐与可能受到的刑罚处罚带来的痛苦，通过比较会发现刑罚痛苦甚于犯罪所得之快乐，便会放弃犯罪。”[footnoteRef:10]可是，实践表明刑罚等处罚的心理强制效果并不像其声称的一样简单、易于实现，事实上已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刑罚等处罚在很多场合并不能发挥预防违法、犯罪的效果，对于涉未成年人的性侵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如此。 [10:  徐久生：《费尔巴哈的刑法思想——费氏眼中的刑法与社会》，载《北方法学》2013年第5期，第93页。] 

（一）破案率低下
处罚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处罚得以落实，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在德国，“任何一种犯罪的曝光率都不到50%，而大多数轻微犯罪的曝光率则在10%左右或者低于10%。进入刑事侦查程序的案件中，只有一半被起诉到法院，即使做出了有罪判决，只有不到25%的案件被判处自由刑，而必须服刑的，也只占到5%-6%。”[footnoteRef:11]对于我国而言，刑事案件破案率普遍低于50%，且不同地区起伏较大。 [11:  〔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德〕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image: ]
[bookmark: _Ref140500458]图1：四城市刑事案件破案率的变化（2007-2021）
（数据来源：《广州统计年鉴》《荆门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西安统计年鉴》）
图1展示了2007年至2021年广州、荆门、重庆、西安四城市刑事案件破案率的变化情况。容易发现，绝大多数年份中四城市的破案率低于50%，这意味着已知的刑事案件中至少有一半无法被侦破，犯罪人亦难以受到处罚。“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如果罪行被追究的可能性低，那么不受处罚的希望会在人们心中“取代一切”，进而减弱刑罚造成的恐惧；相反，如果罪行总能被发觉并追诉，那么“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footnoteRef:12]此外，早有研究发现，即便是配置了死刑的犯罪，破案率对犯罪率的影响力比死刑执行率的影响力更大。[footnoteRef:13]所以，在侦查技术不可能突飞猛进的现实前提下，难以期待破案率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这样一来，就难以完全寄希望于通过处罚的威慑力预防违法、犯罪行为。 [12:  〔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13:  See Isaac Ehrlich,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Capital Punishment: A Question of Life and Death, 65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97 (1975).] 

对于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而言，案件的特殊性使得报案和破案较普通案件更为困难。其一，未成年人受性侵案件一般发生在隐秘的场合，只有行为人和被害人知晓案件发生经过；其二，受制于证据意识淡薄以及某些落后传统观念的影响，被害人及其亲属往往在案发后清洗行为人遗留在被害人身体、衣服上的痕迹，为案件的侦破和证明带来阻碍；其三，由于被害人年幼，其认知和表达能力欠缺，容易在表达案件过程时叙述不清，但如果其表述的被害经过过于清楚、详细，又会引人怀疑其陈述的真实性，于是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footnoteRef:14]其四，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多在熟人之间发生，有时实施性侵行为者就是被害人的家庭成员，[footnoteRef:15]被害人亲属考虑到熟人情分、被害人的名声等因素，可能选择对案件不了了之。总之，上述原因导致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发生后，难以确定行为人的身份；即便得以确定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嫌疑人，也常因缺乏充分的证据而无法追究其责任。这些障碍使得纸面上规定的处罚无法落实，行为人自然不惮于刑罚等处罚的威慑，进而造出了无法事前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局面。        [14:  参见王慧、贾密：《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困境与制度转型》，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8期，第92页。]  [15:  参见陈伟、金晓杰：《性侵未成年人案现状、原因与对策一体化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4期，第45页。] 

（二）对待处罚威慑不理性
“心理强制”发挥效果的前提是行为人得以理性比较犯罪的收益大小及处罚的痛苦程度，然而实际上，犯罪的过程并不总是理性的，对于那些与生俱来或后天染上恶习的天生犯罪人和惯犯，因为其生理和心理上的变态、高度无道德感，其犯罪主要基于病理性的强制作用；对于受情感、冲动支配的行为人，也难以期待其基于理性权衡做出不犯罪的选择。[footnoteRef:16] [16:  参见〔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6页以下。] 

这一点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尤为明显。一方面，现代神经科学发现未成年人的脑结构与脑功能与成年人相比存在显著差异，两者间的主要区别体现在神经递质活动、前额叶皮质层白质含量以及前额叶皮质层同大脑其他区域的连接等方面，这将导致未成年人更难控制自身情绪并更容易实施冒险行为。[footnoteRef:17]不同于成年人，未成年人“在认知方面，无论是科学方面、伦理道德，还是行为方面，内化都没有结束，对事物的认识表面化、片面化，对社会的认识停留在感官上，对社会现象不能通过正确的推理得出相应的结论；在情感方面，未成年人执着、任性、易冲动、不计后果、感性多于理性；在意志方面，自我控制能力低，对需求的直接满足欲望强烈，缺乏延迟满足的毅力。”“犯罪行为对于未成年人与其说是一种理性选择，毋宁说是其本能冲动与社会负面因素影响下的结果。”[footnoteRef:18]因此，未成年人更容易因一时的激情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由于其根本不考虑法律规定以及行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所以以处罚为后盾的行为规范往往难以对其发挥作用，这使得未成年人作为犯罪主体的性侵案件频发。基于类似的原因，未成年人也更容易由于一时的情绪和冲动而忘却危险的存在，对潜在的违法、犯罪现象缺乏理智的警觉，进而使自身陷于被害，导致了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性侵案件频发。 [17:  参见宋英辉、钱文鑫：《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研究——以专门教育为核心抓手》，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58-59页。]  [18:  张寒玉、王英：《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制度建构与完善》，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1期，第20-21页。] 

（三）处罚的矫治效果不佳
处罚的犯罪预防效果还包括威慑、改造犯罪者本人，使其改变违法、犯罪的不良习性，避免再犯。可是，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状况来看，处罚的改造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据统计，我国的未成年人的再犯率甚至高于成年人。[footnoteRef:19]根据我国历来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的处罚明显轻于实施同样行为的成年人，这可能导致少年犯肆无忌惮，并让其同伴产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也不会真正受惩罚的错觉，进而形成了未成年人惯犯的现象。[footnoteRef:20]于是，在执拗的犯罪原因的影响下，处罚具有的矫治效果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发动处罚也伴随着副作用。未成年人可能在集中羁押的场所进一步接触违法、犯罪文化，发生违法、犯罪意志的“交叉感染”。处罚还可能具有“标签”的作用，使得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产生自己是越轨者的意识，因而会反复实施越轨行为，更难以改变已经存在的违法、犯罪倾向，反而更彻底地向这种形象靠拢。因此，处罚可能反过来成为进一步违法、犯罪的原因。[footnoteRef:21] [19:  参见张良驯、郭开元：《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状况和治理对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20:  参见张寒玉、王英：《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制度建构与完善》，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1期，第18页；龙敏：《我国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的反思与完善》，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年第4期，第80页。]  [21:  参见〔日〕川出敏裕、金光旭；《刑事政策》，钱叶六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四）处罚无法救济被害人
对于被性侵的未成年人而言，即便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受到惩罚，这并不代表被害人遭受的损害就自动消失。事实上，“未成年人身心未臻成熟，个体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较弱，被侵害后不但有可能发生经济困难、出现生理损伤，还可能出现心理创伤。”[footnoteRef:22]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被害人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等主张损害赔偿的途径，但是这一途径对填平损害而言并不充分：其一，法律和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得主张的损害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被害人无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其二，被害人通常难以获得法律援助，进而可能因为举证、诉讼程序等方面的障碍难以全面主张自己的权利；其三，犯罪人往往缺乏赔偿被害人的激励动机，进而怠于履行赔偿责任，即便其愿意赔偿，也可能缺乏充分赔偿的经济能力。[footnoteRef:23]因此，单纯针对违法、犯罪行为发动刑事追诉，并不必然得以抚平被害人遭受的损害，并不能充分实现全面、综合保护被害人的政策目标。 [22:  最高人民检察院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22年版，第220页。]  [23:  参见刘恒明、康均心：《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权之保障研究》，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153页。] 

三、涉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规律分析
针对已经发生的涉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适用法律并发动处罚，固然是实现报应正义的要求。但是，上述讨论表明，单纯的处罚并不足以充分地发挥预防该类犯罪的效果。要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必须更深入地分析引发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的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做出有效的对策。“人之所以犯某一种罪者，因其处于某种个性及环境之特殊情形下所使然。犯罪起源之问题，然后经初步之分析。刑法然后脱离专门法律学之狭窄的枯燥的范围，而成为名符其实之真正的社会的人类的科学。若固持古典派之顽固执迷于法律公式实属无益……此种方法绝未说明犯罪人之所以犯罪之原因，亦未曾贡献社会任何自卫防备犯罪之有效的救治方法。”[footnoteRef:24]以下将结合本院办理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以下简称“审查”）涉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所形成的数据，说明涉未成年人案件所呈现的几个特征。 [24:  〔意〕安力古·阜利：《实证派犯罪学》，许桂庭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3页。] 

第一，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具有场所方面的特征。以本院统计的2017-2021年审查的涉嫌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为例，除了没有登明场所性质的案件以外，其他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场所大体上可以分为被害人住处、犯罪嫌疑人住处、公共场所等，其中发生于公共场所性侵案件较多，既包括宾馆、KTV包间等相对封闭的场所，也包括道路、公园等相对开放的场所。因此，预防此类案件发生的对策，应当着力于在公共场所防止未成年人与潜在性侵者接触、互动。
第二，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上也存在明显特征。以本院统计的2017-2022年审查的涉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为例，大多数案件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而在熟人之间发生的涉嫌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占比最大的案件发生于朋友、同学、同事、培训机构的师生等熟人当中。由此可见，要防止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必须将预防的重心至于上述两类关系之中。
第三，未成年被害人的文化程度、就业与否等因素与性侵的发生也有密切关系。如图4所示，大多数涉嫌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案件中，被害人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或中专（含在读、辍学），而其中有一定比例（12%）的被害人已经就业。这表明未成年人过早离开校园、参加工作可能成为导致其遭受性侵的重要原因，且这一点在初中生中尤为明显。因此，这将成为未检融合履职过程中实现犯罪预防的重要抓手。
第四，家庭监护的缺位也可能成为引发被害和犯罪的因素。从被害人的角度看，大多数嫌性侵案件被害人为佛山市外户籍，即外来人口；而在外来人口的内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又占了压倒性的多数。众所周知，外来务工人员通常不得不花费较多时间、精力赚钱养家，身处外地的其他亲属又不能与跟随父母到佛山市的未成年人共同生活，这必然导致家庭对未成年子女监护、陪伴的降低。因此，外来人口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被害人中的占比差异，倾向于表明家庭监护的缺失可能提高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概率。
在涉嫌性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方面，也呈现出类似的规律。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为外来人口，这意味着他们在家庭方面的牵绊可能弱于本地未成年人。而在外来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犯罪嫌疑人是在校学生，大多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已经就业或者处于无业状态。这也说明学校监护的缺失可能加剧未成年人犯罪的倾向。不仅我国如此，基于美国样本的多项实证研究表明，学生与学校活动的脱节（disengagement）及退学（dropout）同当地的青少年不良行为率、犯罪率存在相关性。[footnoteRef:25]总之，学校和家庭监护的不足，不但可能成为导致未成年人更容易遭受性侵的因素，还可能是引发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 [25:  See K. L. Henry et al., School Disengagement as a Predictor of Dropout, Delinquency, and Problem Substance Use during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41(2)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56-166 (2012). See also Julie Gerlinger & John R. Hipp, Schools and Neighborhood Crime: The Effects of Dropouts and High-performing Schools on Juvenile Crime,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ahead-of-print) (2020).] 

四、涉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的未检融合履职措施
在查明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的特征后，即应当基于发现的规律消除社会中存在的可能导致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的危险因素，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对策分为成长性预防和情境性预防：成长性预防是指，在少年成长的过程中，减少导致犯罪的危险因子（如受虐待、辍学等）并强化抑制其走向违法、犯罪的保护因子（如家庭的和睦、在校园中的参与）；情景性预防是指，消除容易诱发犯罪的场所和状况（如路灯、监控摄像头无法覆盖的死角），使犯罪变得难于实施。[footnoteRef:26]显然，这些效果无法单纯依靠刑事追诉程序实现，而必须融合公益诉讼、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等多种检察职能。 [26:  参见〔日〕川出敏裕、金光旭；《刑事政策》，钱叶六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226页。] 

（一）公益诉讼检察
1.监督空间相对封闭的公共场所违法接待未成年人的问题的查处
如前文所述，公共场所是未成年人最常遭受侵害的场所。在开放场所，性侵行为通常容易被发现、阻止，事后也容易留下供证明和追诉的证据；相反，在酒店、宾馆、KTV、私人影院等相对封闭的场所，未成年人遭受的性侵害通常难以被发现，案发后也难以证明犯罪的经过。因此，很有必要监督上述相对封闭的公共场所对保护未成年人采取特别措施，从而实现情境性预防。
一方面，有必要监督传统的旅馆、酒店等住宿行业违反“五必须”接待未成年人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2022年3月29日《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752号）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旅馆接待旅客住宿必须登记。登记时，应当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按规定的项目如实登记。”1995年3月6日公安部《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24号）第七条规定：“房屋出租人的治安责任：……（三）对承租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常住户口所在地、职业或者主要经济来源、服务处所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并向公安派出所备案；（四）发现承租人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因此，如果从事旅馆业及房屋出租业务的经营者依据上述规定登记入住人信息并观察是否存在违法犯罪嫌疑，那么就能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成年人受侵害的可能性。加之，根据前文统计，在超过一半的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案件中，被害的未成年人与涉嫌实施性侵的犯罪嫌疑人是陌生人关系，如果住宿经营者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询问、核对未成年人与同住人员的身份关系，在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联系，那么就有可能阻止占比最大的陌生人性侵的发生。本院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顺德区部分旅馆和公寓没有依法进行入住登记，以至于没有发现入住者中包含未成年人，进而也没有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询问监护人联系方式、核对同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的责任，最终导致未成年人在旅馆或公寓内被强奸或者被组织、介绍卖淫。例如，犯罪嫌疑人甲（时年16周岁）与被害人A（时年14周岁）喝酒后，甲将A送到A所住的某公寓并在公寓中实施了强奸行为；经查，该公寓房间的登记入住者是成年男子乙，公寓经营者既未对实际入住公寓房间的甲和A进行入住登记，又没能发现实际入住者是未成年人，更没有履行询问监护人联系方式以及询问入住人员身份关系的责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强奸的发生。本院就上述违法情况立案调查，由于公安机关是住宿场所入住登记事项的主管行政机关，因此本院通过磋商函、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其依法查处包括上述案件在内的住宿经营者违法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现象。最终公安机关对违反了“五必须”的酒店、公寓、工作人员做出行政处罚，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以监督和建议下，公安机关还定期对住宿旅馆业的负责人召开培训、宣传会议，让“依法接待未成年人住宿”的观念筑牢在经营者心中。
另一方面，还有必要对类似宾馆的私人影院等具有相对封闭性的新型服务场所实施监督。私人影院区别于传统影院，其放映的影片不是由经营者决定，而是由客户在影院提供的小房间内自行点播。虽然私人影院的主营业务是提供电影放映服务，但在实际经营中，私人影院为客户提供相对私密、封闭的空间，房间门得以反锁，部分房间放置了懒人沙发、床等用以住宿的物品，有些经营者还提供包夜服务。可是，私人影院在形式上似乎不属于旅馆，似乎难以适用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针对旅馆的管理规定，于是便形成了监管漏洞。例如，本院调查发现部分私人影院在房间内提供了床、毯子和被子，经营者承诺得提供包夜服务；尽管店内粘贴了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标志，但经营者并不核实消费者的身份，也没有登记、询问外貌上明显不满18周岁的消费者。因此，该类私人影院依然存在引发相对封闭场所性侵的危险。此外，还发现部分私人影院存在未取得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超范围经营及提供恐怖、暴力、色情等未成年人不宜观看的内容的问题。由于私人影院属于新兴产业，目前无法准确确定主管的行政部门，因此本院以磋商函的形式将上述违法线索分别发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安局及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本院的监督下，上述部门积极参加关于推动市区两级共同召开的推动私人影院经营规范化的磋商会，并通过联合执法等方式纠正和处理顺德区内私人影院不规范经营的问题。
2.监督敏感服务场所放任未成年人进入的问题的查处
如前文所述，除了相对封闭的宾馆、酒店、私人影院以外，人员混杂的KTV、酒吧等场所也是涉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高发的地点。此外，性侵害的双方多为陌生人关系，而KTV、酒吧等场所也是未成年人容易被陌生的潜在性侵者接触的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如果上述敏感场所的经营者严格遵守规定，禁止或限制未成年人进入该场所，则能有效避免未成年人在上述场所同潜在性侵者接触。可是，本院办理刑事案件时发现，部分敏感场所并未依法履行禁入、限入职责，使得未成年人在KTV、酒吧等场所醉酒后被带至宾馆，进而遭受性侵。为此，本院对上述事实进行了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向具有主管职能的文广旅体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监督其依法履职，纠正上述单位的违法行为。在本院的监督下，存在违法放任未成年人入内问题的KTV、酒吧等单位被主管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则被依法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
3.监督企业违法使用童工、未成年人工的问题的查处
据上文统计，学校监护和文化程度的提高是制约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的有效保障，而未成年人过早离开校园、参加工作是引发未成年人犯罪、被害的关键因素；亦即，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过早脱离校园不仅可能提高未成年人被害的概率，也可能提高其自身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概率。因此，很有必要针对用人单位雇佣未成年人的状况进行法律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招用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招用已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家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1994年12月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撤销）《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劳部发〔1994〕498号）第九条规定：“对未成年工的使用和特殊保护实行登记制度。（一）用人单位招收使用未成年工，除符合一般用工要求外，还须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办理登记。劳动行政部门根据《未成年工健康检查表》、《未成年工登记表》，核发《未成年工登记证》……”本院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发现部分单位并未遵守上述规定：有的单位擅自聘用不满十六周岁的童工；有的单位雇佣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工时没有办理登记，也没有对未成年工提供特殊保护；还有的单位安排未成年工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使得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或遭受侵害。例如，某沐足中心雇佣未成年人A（入职时未满16周岁、案发时未满18周岁）和未成年人B（入职时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案发时未满18周岁）作为“部长”接待客人，而该中心暗中推出卖淫服务，这最终导致未成年人A和B在组织卖淫案件中被附条件不起诉。又如，某公司雇佣未满16周岁的童工参加“实习”，使该童工在工作期间因故被其他员工杀害。上述事实表明未成年人过早脱离校园、参加工作具有的特殊风险。
针对上述情况，本院就会所、沐足店、工厂等单位违法雇佣未成年人的问题立案办理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并向劳动行政部门、镇街政府（街道办事处）等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监督其依法查处辖区内用人单位违法雇佣童工、违法使用未成年工的情况。上述行政机关对涉案单位开展雇佣童工、未成年工情况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对存在违法招用童工、未成年工行为的单位或个人责令限期整改、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区内的劳动行政部门与与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文申明用工规范，并在辖区内开展联合检查，检查对象全面覆盖全区的1000余家沐足店、会所，打击违法招用童工、未成年工的行为。
（二）民事检察
1.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民事支持起诉
众所周知，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通常还伴随对未成年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以及其他合法权利的侵害。而上文的统计结果显示，被害的未成年人通常为外地户籍，且系来自外来务工人员家庭，这往往意味着其主张权利、取得损害赔偿的能力相对较弱。“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要求当事人双方对自己的诉讼权利义务具有平等的处分机会，[footnoteRef:27]一旦当事人在处分权的认知、选择和操作上存在明显失衡，诉讼权利平等在个案中可能成为一纸空谈。”[footnoteRef:28]亦即，如果放任未成年被害人一方耗尽民事诉权却不能得到充分救济，这样的局面便有失公平。因此，代表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确有必要介入，使无辜、弱势的被害人去的应有的赔偿以填平其所受损害。 [27:  参见刘哲玮：《论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及其运用》，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3期。（原文引注——引者注）]  [28:  兰楠：《民事支持起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载《人民检察》2022年第12期，第2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据此，检察机关有权在未成年被害人就所遭受的侵害提起民事诉讼时支持起诉。例如，未成年被害人A（时年10岁）在外公工地宿舍睡觉，同宿舍的工友（行为人）趁其外公未回、被害人未醒之机，拉开被害人衣物进行猥亵，被害人因害怕不敢反抗，待行为人猥亵结束并离开后立刻跑回家告知母亲。对此，本院对行为人提起公诉，行为人已被判决确定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但是，被害人一方遭受的许多损失依然无法弥补，如被害人被猥亵后就医产生的医疗费、被害人母亲为陪伴女儿而耽误工作所形成的工资损失，更关键的是被害人被诊断患有抑郁障碍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直未能走出被侵害的阴影。为了帮助被害人填平损失，本院在被害人起诉主张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民事诉讼中，作出支持起诉书以支持被害人关于上述诉讼请求的起诉。最终，人民法院采纳了本院的支持起诉意见，判决支持了被害人的诉讼请求。
2.针对涉未成年人民事诉讼进行全面法律监督
对于未成年人因遭受性侵而对侵权人提起的民事诉讼，若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未能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举证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申请执行的权利，则未成年被害人的实体权利也难以充分行使，被害救济不能真正实现。有时，人民法院的程序违法还会导致未成年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如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本应不公开的未成年人受害案件。本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部分涉及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民事诉讼进行了公开审理。这些做法侵害了未成年当事人的隐私权等正当权利，需要纠正。对此，本院办理了审判程序违法监督案，发出检察建议书。下一步，本院将加大涉未成年人民事裁判结果以及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力度，力争让被害人的依法得到全面救济。
（三）行政检察
本院始终坚持深挖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中案”实现溯源治理。上文所述的公益诉讼监督主要针对行政机关尚未发现、而本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线索，对于行政机关已经着手查处的案件，本院也对其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行政非诉执行的情况进行全面监督。针对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文广旅体行政部门因宾馆、旅馆、酒吧、KTV、网吧等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以及劳动行政部门就用工主体违法招用童工以及违法使用未成年工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定期与相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并通过信息共享、数据互通（如刑事案件数量与行政立案数、处罚数等数据的交换），加大各方对全区特殊领域“涉未”行政案件的重视程度，有效构筑起防范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的藩篱。2023年2月，本院邀请了政法委、公安局、法院、司法局、民政人社局、卫生健康局、教育局、妇联等多个部门共同就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信息进行分析研讨，通过刑事+行政的路径等进一步该类案件的发生，从源头处罚减少犯罪。同时，还就如何对被害人加强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对于具体个案，检察机关立足行政检察职能，对上述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监督，对行政机关申请非诉执行、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执行或者不准予执行裁定的合法性进行法律监督，并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另一方面，对于涉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引发的行政诉讼进行全面监督，确保确实实施加害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受到威慑，从源头上助力该类案件减少发生。另外，针对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间的特殊关系，如学校的师生关系、教培机构的师生关系等，则要重视强制报告制度、入职查询制度是否已落实到实处。若存在未能严格落实的情况，则可以从行政违法监督的角度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处理并整改。
（四）其他融合履职措施
1.督促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
统计显示，家庭监护的缺位可能是引发未成年人犯罪、被害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弥补家庭监护的漏洞，那么即便未成年人接受刑事程序的处理，也可能再次步入犯罪。根据顺德区大良顺心社工服务中心制作的《顺德区检察院未检帮教工作反向审查报告》[footnoteRef:29]，2013-2022年的十年间，对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失败[footnoteRef:30]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家庭监护，“大部分的监护人没有和未成（原文如此，疑为笔误，应作“未成年人”——引者注）同住，有的甚至帮扶期间是将未成年人独自一人留在顺德，本人在外省外市居住，缺乏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引导。”因此，对于家庭监护存在漏洞的涉罪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有必要督促其监护人完善监护。 [29:  系非公开出版的内部参考资料。该中心长期参与被本院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的矫治和教育工作。]  [30:  根据该中心的统计，“帮教失败”包括帮教期间再犯、不起诉后再犯、被检察机关起诉等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有关社会组织、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根据实际需要并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心理测评。社会调查和心理测评的报告可以作为办理案件和教育未成年人的参考。”据此，本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所实施的性侵案件时，会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和心理测评；根据社会调查和心理测评结果，如果家庭监护的缺位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本院将采取督促其监护人完善家庭监护的措施。例如，本院曾发现一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存在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父母小时候对其管教比较粗暴，使其产生逆反心理；案件发生后，其父亲和姐姐表示出“不想管”的态度；犯罪嫌疑人十分容易受他人影响，家庭联结的松散使其过度依靠身边的不良朋辈并受到负面影响，经济上遇到困难时无法向家人寻求帮助，而受身边朋辈唆使去实施犯罪。鉴于此，本院按刑事程序处理上述犯罪嫌疑人的同时，还对其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要求其加强对被监护人的法制教育、品格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改变沟通方式，以自身道德品格感化子女，不能以工作繁忙为由推卸监护责任，同时释明了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后果。
2.为有需要的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司法救助
在理论上，虽然未成年被害人享有通过刑事和解、民事诉讼等方式从行为人处索取损害赔偿的可能性，但从事实上看，被害人一方往往难以实际取得赔偿金，案件空判率高、执行难。如前文所述，遭受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往往家庭环境本就不好，在侵害发生后，如果就医、误工等费用不能得到充分赔偿，对其家庭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有时，被害人近亲属还可能因为不能得到有效赔偿而反复上访或采取极端行为，使公众对法院判决效力产生怀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footnoteRef:31]因此，对于生活困难又未能获得充分赔偿的未成年被害人，有必要给予司法救助。例如，本院办理某未成年人遭受猥亵的刑事案件时，发现被害人父母离异、家庭生活困难，即便通过民事诉讼取得一定的损害赔偿金，监护人后期也难以负担高昂的心理咨询费用，这显然不利于未成年被害人走出阴霾、健康成长。据此，本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依法审查，该案符合司法救助条件，本院决定给予被害人司法救助金，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被害人一家的经济困难。 [31:  参见赵国玲、徐然：《司法救助及其中国模式——以〈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展开》，载《政法论丛》2014年第5期，第18-19页，] 

五、未检融合履职措施的实效检讨
除了查明犯罪的原因和提出预防犯罪、救济被害的对策，在对策实施后，检讨具体措施在犯罪预防、被害救济方面取得的效果也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重要环节。“实现个案正义当然重要，但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提出行之有效的刑事政策与刑罚改革措施，对预防犯罪和国家治理所做出的贡献要大得多。”[footnoteRef:32]因此，对于上述未检融合履职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必要基于实证数据检验其有效性。由于采取部分融合履职措施的时间距今并不长，所积累的数据还不多，因此难以针对每项措施的成效分别进行系统、详细的说明。因此，只能针对前文提出的引发犯罪和被害的危险因素进行整体性的评价和比较。 [32:  张明楷：《中国刑法学的发展方向》，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2期，第34页。] 

[bookmark: _Ref141087420]一方面，从侵害案件发生的场所来看，发生在酒店、宾馆等相对封闭场所的案件占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如前文所述，2017-2021年间排除难以确定发生场所性质的案件后，发生于酒店、宾馆、KTV等相对封闭的公共场所的性侵案件占比为26.5%，[footnoteRef:33]而本院于2023年初采取了上述监督宾馆、私人影院接待未成年人的融合履职措施。据统计，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间发生在酒店、宾馆的性侵案件占比下降到12%。[footnoteRef:34]这倾向于表明针对上述场所的监督措施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减少对应场所发生性侵案件的几率，一定程度上说明未检融合履职措施具有情境性预防的机能。 [33:  如图2所示，有部分案件（51%）的发生场所性质难以确定，而发生在宾馆、酒店等场所的案件数量占整体比重13%；这意味着排除上述难以确定性质的案件后，发生于宾馆、酒店等场所的案件占剩余案件比重为13% ÷ 49% = 26.5%。]  [34:  数据来源为佛山市顺德区启创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顺德区遭受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服务项目2.0服务总结》，该中心参与了为遭受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安抚评估、询问陪同、心理疏导和救助支持等工作。此外需要注意，该比值实际上包括了本院采取融合履职措施前一段期间的数据，因此该报告提供的数据不能被直接视为本院采取融合履职措施后犯罪和被害的状况，而只能被视为一定程度上的代理（proxy）或近似。] 

另一方面，从未成年被害人的就读、就业情况来看，在2017-2022年本院审查的涉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有13.8%的案件得以确定被害人已经就业，如前文所述，这可能是引发被害的关键因素之一。本院于2023年年初采取了监督未成年人受雇佣现象的融合履职措施。据统计，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间，未有得以确定被害人已经就业的案件。[footnoteRef:3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针对未成年工、童工的融合履职措施可能具有减少未成年人被害概率的作用。 [35:  数据来源同前注。根据该中心给出的“未成年被害人就读/就业情况”，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间涉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情况分别为“就读”“辍学”“休学”“未到就读年龄”“待业/待学”“逃学”，并无确定被害人已就业的报告。] 

在被害人救济方面，在2020-2022年，通过本院民事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获人民法院判决支持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损害赔偿金共计480492.53元。此外，本院于2020-2022年向未成年被害人依法发放司法救助金共计140000元。这些措施为缓解被害人家庭的经济困难发挥了一定作用。
总之，存在部分证据表明未检融合履职措施可能确实具有减少社会中存在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出现因素，这倾向于表明新时代未检融合履职具有预防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的功能。同时，未检融合履职措施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未成年人获得救济的权利。因此，应当认为，未检融合履职措施具有坚持和推广的价值。此后，仍有进一步采取其他融合履职措施的空间：例如，由于多数性侵案件发生于开放的公共空间，因此有必要监督公安机关设置监控探头及巡逻岗哨的情况；又如，由于脱离学校监护可能升高未成年人犯罪和被害的概率，因此有必要监督教育行政部门落实义务教育、纠正辍学逃课的情况。此外，随着融合履职措施的丰富以及融合履职经验的积累，未来还有必要继续检讨具体措施的有效性，并不断发掘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所呈现的新规律、新特征，从而对症采取最有效的融合履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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